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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前日本政党内阁对中国政策变化的原因分析

文春美

(中国社会科学院 世界历史研究所 ,北京 100006)

　　摘　要:二战前日本两大政党内阁 , 宪政会·民政党与政友会的对中国政策变幻不定 , 缺乏一贯性。宪政

会以《日英同盟》为基轴 , 强调维护从 “二十一条”中获利的外交路线;但在护宪三派内阁以后 , 却转变为以国

际协调 、不干涉中国内政为内容的 “币原外交 ”。政友会的对中国政策 ,从原敬内阁时期的对美协调 、对中国

内政不干涉 , 转变为田中义一内阁时期的 “自主外交” 。同一政党的不同时期 , 甚至同一人物主持内阁的不同

时期 , 其对中国政策的变化幅度也极大。虽然中国反日爱国民族主义运动的高涨等因素 , 对二战前日本两大

政党内阁对中国政策的调整产生了一定影响 ,但是 , 在国内经济环境变化的背景下 ,支持政党组阁的势力的经

济利益 , 才是日本对中国政策调整的决定性因素。

关键词:“币原外交”;自主外交;“二十一条”;大正民主运动

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 ,围绕着是要同欧美协调 、还是实施独立的东亚政策这一问题徘徊不定。 1920

年代 ,随着日本的对外扩张 ,日本与欧美在争夺殖民地利益问题上的冲突日趋激烈 ,日本的两大政党提

出不同的外交政策来应对国际形势的变化 ,宪政会 ·民政党
①
提出了欧美协调 、对中国内政不干涉的

“币原外交” ,反对党政友会在田中义一内阁时期则提出了对中国强硬的 “自主外交 ”。 1920年代日本

外交的变化是日本外交政策演变中的一个重要环节 ,从中孕育着战后日本外交的雏形 。

回顾二战前两大政党宪政会·民政党与政友会的对外政策 ,特别是对中国政策 ,不难发现日本的中

国政策不是一成不变的 ,而是在不同时期 、不同条件下 ,不断进行调整。颇有意味的是 ,成为日本侵略中

国代名词的臭名昭著的 “二十一条”和成为二战前日本和平外交代名词的 “币原外交 ”都是由同一个政

党即宪政会提出的。而 “币原外交”这一对欧美协调 、对中国内政不干涉的 “协调政策”并不是宪政会的

专项发明。这一外交路线 ,最早出现于第一届政党内阁 ,即原敬政友会内阁 ,其主张来自这位平民宰相 ,

而到了田中义一内阁时期 ,政友会却转而批评起自己曾主张的 “协调外交 ”为软弱外交 ,大力鼓吹以对

中国强硬为核心内容的 “自主外交”。

本文试图通过考察二战前日本政党内阁时期(1918-1932年)对中国政策的不断调整过程 ,找出宪

政会·民政党与政友会的对外政策 ,特别是对中国政策 ,没有始终一贯的原因是什么 ,也即探讨日本对

中国政策的真正动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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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党政治的根基———大正民主运动

1912年 7月 30日 ,明治天皇驾崩 ,由体弱多病的大正天皇即位 ,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大正时

代(1912-1926年)。大正民主运动开始于大正初期的 “第一次护宪运动 ”(1912-1913),经过 1918年

的 “米骚动” ,到 “第二次护宪运动 ”(1924-1925年),最后以 1925年 “普通选举法”公布告终 。① 大正民

主运动是二战前日本政党政治形成的主要推动力 。在这一运动的推动下 , 1918年的 “米骚动”以后 ,初

次建立了原敬政党内阁。 1922-1924年的加藤友三郎 、山本权兵卫 、清浦奎吾等三届 “超然内阁 ”的成

立引起社会强烈不满 ,认为这种内阁与立宪主义不相符 ,它们的出现是对国民的宣战 。② 在这种民众声

讨 “超然内阁 ”的声浪中 ,立宪政友会 、宪政会和革新俱乐部联合起来 ,发起了第二次护宪运动 ,目标是

确立政党内阁。③ 大选结果护宪三派获胜 ,元老西园寺公望推荐在众议院获得最多席位的宪政会总裁

加藤高明为首相组阁 ,于是在 1924年 6月 ,成立护宪三派内阁。第二次护宪运动是政党进行的有组织 、

有理论 、有目的的政治改革运动 ,宣告了藩阀寡头体制的结束 。

试图折衷君主制和民主主义的吉野作造的 “民本主义 ”是大正民主运动的理论根据 。正是有了这

种理论的指导 ,才有可能在 1918年 9月 ,出现日本历史上第一届真正的政党内阁 ———原敬内阁。作为

不拥有爵位的平民宰相 ,依靠立宪政友会议会多数党的地位 ,原敬不仅成功地保持了各种政治势力的平

衡 ,将殖民地总督武官制改为文武官并用制 ,而且降低选举权财产资格扩大选民人数 ,进一步增加了执

政党在议会中的席位 。原敬内阁开创的政党政治打破了藩阀寡头统治的局面 ,形成了经选举产生的政

府(众议院与政党内阁)与非经选举产生的政府(元老 、枢密院 、军部)相互对峙的 “双重政治结构 ”。

1924年以 “第二次护宪运动”为背景成立的护宪三派内阁 ,不仅通过了成年男子均有选举权的 《普通选

举法》 ,而且也使众议院第一大党组阁的政党政治形成惯例 ,直到 1932年 5月犬养毅政友会内阁倒台为

止 。大正民主运动有着两个侧面:对内民主主义 ,对外帝国主义。亦即要求国内政治作民主改革 ,但对

外却认同帝国主义政策。大正民主运动的对外认同帝国主义倾向正是 20年代日本二战前两大政党制

定对外政策的思想基础。

宪政会的对中国政策:从 “加藤外交 ”到 “币原外交 ”

《日英同盟》在 1921年 12月召开的华盛顿会议上被美 、英 、日 、法等 《四国条约》代替以前 ,得到宪

政会的极力拥护 。宪政会的外交路线是以 “日英同盟”为基轴 ,极力维护日本在 “二十一条 ”中获得的利

益 ,并试图掌握东亚国际关系的主导权。宪政会的总裁加藤高明作为一名外交官 ,曾经在第四次伊藤博

文内阁(1900.10.19-1901.5.2)、第一次西园寺公望内阁(1906.1.7-1908.7.4)、第三次桂太郎内阁

(1912.12.21-1913.2.11)、第二次大隈重信内阁(1914.4.16-1916.10.4)中担任外相 ,在 《日英同盟》

的缔结和促进日英关系方面起了重要作用 ,是宪政会外交路线形成的中心人物。

1924年 6月加藤高明护宪三派内阁成立以后 ,中国舆论界称加藤高明护宪三派内阁为 “四十二个

条内阁 ”。这是因为担任宪政会总裁的加藤高明 ,从一战后到 1924年护宪三派内阁成立之前 ,一贯坚持

强硬的 “二十一条 ”。当 1919年爆发反日 、排日的 “五 ·四 ”运动时 ,加藤高明就曾发表言论说:“因山东

问题引发的支那骚乱 ,实感意外 ,关于此点两国间于 1915年缔结了条约。”④从他以上言论可知 ,加藤高

明与他所属的宪政会站在全面拥护 1915年签订的 “二十一条 ”的立场上 ,认为中国民众的反日民族主

义运动完全是没有法律依据的行为 ,并且强烈指责原敬政友会内阁的 “软弱外交”。所以对于中国民众

来说 , 1924年 6月加藤高明护宪三派内阁的成立 ,意味着 “二十一条内阁的再生 ”。北京的社会日报称

“加藤不仅发明了二十一条 ,而且还是迫使我们签订二十一条的罪魁祸首 ,加藤上台后势必提出四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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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条”。① 也就是说 ,在护宪三派内阁成立之前 ,宪政会批评原敬内阁的国际协调 、对中国不干涉政策为

“软弱外交” ,要求对中国反日运动采取武力镇压的强硬措施。②

在 1924年 6月召开的第 49次临时议会上 ,新外相币原喜重郎发表演说 ,提出以 “对美协调 、对中国

内政不干涉 ”政策为基本内容的对外方针 。其主要内容为:第一 ,维护和增进正当的权益 ,尊重各国正

当的权益 ,以维持世界和平;第二 ,尊重外交政策的前后相承 ,以保持同外国的信任关系;第三 ,改善对

美 、对苏关系;第四 ,在对华政策上贯彻不干涉内政的原则。③ 这次演说不仅标志着 “币原外交 ”的正式

登场 ,而且也标志着宪政会对外政策的重大调整。

在第一次加藤高明 “护宪三派”内阁时期 ,担任外相的币原喜重郎 ,曾在原敬内阁时期担任驻美大

使 ,又作为日本全权委员参加了华盛顿会议 ,所以从中国政策的延续性上来看 ,币原的 “协调外交 ”没有

发生改变 ,而对宪政会和加藤高明来说 ,却意味着中国政策的重大转变。自从 1924年到 1927年(护宪

三派的第一次加藤内阁 、第二次加藤内阁 、第一次若槻内阁)、1929年至 1931年(浜口内阁 、第二次若槻

内阁),即宪政会 ·民政党执政时期 ,外相都是由币原喜重郎担任 。所以以国际协调 、对中国不干涉政

策为内容的 “币原外交 ”成为 20年代中期至 30年代初期的日本主要的对中国政策 。

宪政会由对中国强硬的 “二十一条”,向以不干涉内政主义为特征的 “币原外交”转变的原因是什

么 ?随着日本对中国武力干涉的不断升级 ,中国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也随之高涨 ,从而导致了声势浩大

的反帝 、反日爱国主义运动 。而 1920年代初 ,慢性经济萧条一直困扰着日本社会 ,加之 1923年的关东

大地震又造成了一百亿日元的损失。加藤内阁上台后 ,振兴对外贸易成为政府眼下最紧迫的任务 ,加腾

认为大力扩大对华经济合作正是摆脱日本国内经济困境的最有效办法 。正因为如此 ,币原外相才提出

避免露骨的军事介入 ,以免刺激中国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 ,为日本的商品打入中国市场和日本企业在中

国的投资办厂提供有利环境 ,所注重的正是经济外交路线。

正如币原所强调的那样 , “外交不单是处理国与国之间的政治关系 ,谋求国家间经济关系的发展同

样是外交的重要任务 ,特别是从我国目前情况看 ,更应把外交的重点放在国际关系的经济方面。目前最

重要最紧急的任务是朝野一心 ,振兴对外贸易与本国人在海外的投资企业 ,以期改善国际信贷关系 ”。④

由此可见 , “币原外交 ”的三大特点就是 “对英美协调 ”、“经济外交 ”和 “对华不干涉”方针。币原的 “协

调外交 ”目的是在同欧美列强协调的基础上 ,维护日本在中国获得的利益并加以扩大 ,而他所强调的

“正当的权利 、利益”就是指签订的条约 ,也就是说试图通过外交这一正规的渠道 ,敦促中国履行条约 ,

用此方法来达到解决中日矛盾的目的 。

币原对蒋介石的北伐 ,没有进行干涉和排斥 ,认为即便是蒋介石掌握了中国东北 ,也能够通过外交

交涉保持在满洲的日本权益。 1927年 3月发生北伐军冲击英美日领事馆的 “南京事件 ”后 ,币原拒绝参

加英美等国出动军舰炮击南京的行动 ,坚持通过外交手段寻求解决。 “币原外交 ”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

日本的对外矛盾 。 《大公报 》称:“币原有自由色彩 ,对中国改革持不干涉主义 ,田中则反动政策 ,永远不

忘纵横捭阖之手段。究极言之 ,前者为现代普通办法 ,后者则带东方式军国主义色彩较浓 。”⑤

但是 ,币原的 “协调外交”遭到来自政友会 、陆军 、侨居中国的日本人侨居团体 、与中国贸易有着密

切联系的产业界等扩张派的强烈反对 ,纷纷要求日本出兵 ,声讨币原外交为 “屈辱外交 ”、“软弱外交 ”的

声音不绝于耳。给 “币原外交”最后一击的是国内的经济危机 。 1926年后因中国革命和美国经济衰退

的影响 ,日本的出口大幅下降。 1927年 4月 3日著名的台湾银行因过度放贷陷入危机 ,内阁打算以紧

急敕令增加 2亿日元救济 ,但紧急敕令在枢密院遭到否决 , ⑥最终迫使第一次若槻礼次郎宪政会内阁倒

台 ,第一次 “币原外交 ”也落下了帷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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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币原外交”面对中国日益高涨的收复主权的运动 ,主张可以通过 “所有的正当手段 ”,维护日本的

“正当”权益 ,而很多日本人极力主张用武力来解决中日两国间的矛盾 。正如江口圭一所指出的那样 ,

1920年代的日本存在着两条对外路线 ,一条是 “顺应华盛顿体系”的对外路线 ,另一条是 “打破现存势力

范围和国际秩序 ”的对外路线。① “协调外交 ”路线在统帅权独立的军部法西斯的对外扩张面前 ,显露出

它的脆弱性 。

政友会的中国政策:从 “原敬·内田外交 ”到 “田中外交 ”

从原敬内阁(1918.9-1921.11)到加藤友三郎内阁(1922.6 -1923.8)时期为止 ,政友会内阁以及

政友会控制下的内阁 ,对中国收复山东主权的要求和反日运动 ,采取了相对温和的措施 ,并且尽量避免

在中国问题上激起欧美各国的不满 ,与他们极力保存协调关系。

田中义一担任政友会总裁后 ,国内政策方面回归积极财政 、重视地方利益的传统的政友会路线 ,在

对中国政策上反对宪政会 ·民政党的协调外交路线 ,强调日本在满蒙的 “特殊地位”,主张把日本的势

力地盘扩展到北满 , ②把外交重点放在中国问题的 “自主性 ”上。 1925年末发生的 “郭松龄事件”是政友

会转向全面的对中国内政干涉政策的一个契机 。③ “郭松龄事件 ”是指 1925年 11月 22日 ,奉天军第三

方面军副司令郭松龄 ,要求张作霖下野举兵满洲的事件 。包括关东军在内的陆军 ,为了维护日本在满洲

的利益而支援了张作霖 ,在日本的帮助下 ,张作霖于 12月下旬镇压了郭松龄的叛乱。从这时候起 ,政友

会打出了 “自主外交”和 “积极外交”的口号 。

政友会针对此次事件 ,批评币原的 “内政不干涉主义 ”政策。认为有必要采取内政干涉政策 ,通过

军事介入的方式援助张作霖 ,达到维护在满蒙利益的目的 。政友会的 “满蒙权益拥护论 ”不断地向 “满

蒙特殊权益论 ”倾斜 , ④也就是说在条约规定的原有利益基础上 ,通过张作霖获得在满洲的新利益。在

扩大满洲利益这一点上 ,政友会与陆军 、关东军 、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等的方针基本一致。政友会为了

维持日本在满蒙的 “特殊权益”,对中国政策转变为对中国的积极干涉主义 ,为陆军进一步迈向侵略满

洲的道路 ,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政友会主张对中国强硬论 ,实际上与关东军和满铁扩大满蒙利益的动向不无关系。在清浦奎吾内

阁倒台前一个月的 1924年 5月末 ,制定并公布了 《对支政策纲领 》,这一纲领虽然其内容的着眼点还是

“内政不干涉 ”下的 “经济进入”,但是也可以看出吸收了军部的主张 ,在满蒙政策上露出转向积极政策

的迹象 。纲领中称:“满蒙毗邻我领土 ,鉴于在国防及国民生存上 ,比支那其他地方存在更为密切 、特殊

之关系 ,在此地域 ,此际特别谋求确保和伸展我地位 ,特别是在从来我设施短缺的北满方面采取开拓新

道路的方针 ”。在这一基本方针下 ,又具体制定如下详细细则:加强对张作霖的援助;建设与满铁相连

的铁道网 ,从关东州及满铁附属地向内地发展;确认满铁中心主义;在中 、苏间的东支铁路纠纷问题上以

图 “有利于我国的解决 ”等 。⑤ 这一政策纲领反映了满铁向北满扩张的计划 ,满铁的松冈洋右 、关东军司

令官白川义则 、前天津军司令官铃木一马等 ,从第二次直奉战争起 ,期望日本政府从 “协调 ·不干涉政

策 ”向 “自主外交 ”转变 ,并且把这一期望寄托于元陆军大臣 、政友会总裁田中义一身上 。⑥

政友会与满铁都认为 ,通过紧密加强与张作霖的关系而确保向北满扩张。对于标榜积极政策的政

友会来说 ,扩大满蒙的经济权益是必不可少的前提 。 1926年 11月 ,田中义一在政友会中国 、四国大会

上 ,就 “产业立国 ”和满蒙政策的关系问题谈道:“我考察世界趋势与将来之帝国 ,痛感倾注主力于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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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之必要 ,即所谓提倡产业立国论来寻求国民奋起。我国天然资源匮乏 ,同时人口增长率位居世界之

首 。仅以有限天然资源 ,应付无限人口之增长 ,只有上下协力 ,以一种大觉悟非树立长久之计不可。确

保粮食充实 、工业原料 ,实在是决定帝国命运之至为重大问题 。为此 ,就要在与帝国有密切经济关系的

大陆方面 ,寻求确保原料之途。因此无论是日支的经济联盟也好 ,还是拥护满蒙特殊地域也好 ,对我帝

国皆是绝对重要之问题 ,这也是我们倾注全力于对支外交 ,时刻不敢懈怠满蒙特殊地域之治乱之缘

由 。”①

1927年 4月 20日 ,继第一次若槻礼次郎内阁上台的退役陆军大将 、政友会总裁田中义一亲自兼任

外相 ,并任命主张对华强硬的森恪为外务省政务次官。就是在田中内阁时期 ,三次出兵山东 ,召开东方

会议等 ,开始全面实施自主的对中国政策 。这些所谓的 “积极外交 ”,实际上与华盛顿体系所倡导的中

国 “门户开放 ”相抵触 。也就是说田中内阁的对中国政策 ,偏离了通过列强的协调来维持在中国利益的

国际协调框架。田中外交所导致的后果 ,就是排日 、反日抵抗运动的激化 ,不仅导致了中日关系更加恶

化 ,对中国贸易的急遽下降 ,而且在国际上日本也越来越被欧美列国孤立起来。

在野党民政党 ,对政友会的借口保护侨民而出兵山东的政策 ,提出了强烈的批评 。指责政友会的出

兵山东是毫无用处的出兵 ,不仅复活了军阀外交 ,而且还更加激化了中国人的反日 、抗日运动 。民政党

强烈呼吁政友会内阁对中国实行 “内政不干涉主义 ”,促成中国的国内统一 ,以期扩大日本在中国的经

济利益 。

政友会的对中国政策从原敬内阁时期的 “协调 ·不干涉 ”政策向 “自主外交”转变 ,还是与国内形势

的变化有关 。对于主张产业立国 、积极财政的政友会来说 ,确保发展重化学工业所必须的原料供给地尤

其显得重要 ,因而开发满蒙的资源成为田中义一内阁时期制定政策的重要考虑因素 。政友会中与关东

军和满铁关系密切的田中义一 、山本条太郎 、森恪等重要人物 ,无疑为推进日本强硬的对中国政策产生

了重要影响 。

结 论

大正民主运动有着两个侧面:对内民主主义 、对外帝国主义。亦即要求国内政治作民主改革 ,但对

外却认同帝国主义政策。大正民主运动的对外认同帝国主义倾向正是 1920年代日本二战前两大政党

制定对外政策的思想基础 。

1924年至 1925年 ,以护宪三派内阁的币原协调外交为分界 ,之前宪政会攻击政友会内阁的 “协调 、

不干涉 ”政策而主张对中国强硬外交论 ,之后政友会则批评宪政会内阁的不干涉中国内政的 “币原外

交 ”而主张自主外交。

二战前日本两大政党的对中国政策 ,不是随着执政党的更换而变化的。同一政党的不同时期 ,甚至

同一人物主持内阁的不同时期 ,其对中国政策的变化幅度也极大 。没有所谓基于党派的一贯性存在。

俗话说外交是内政的延长 ,两大政党乃至同一政党在不同时期的对外政策的随时调整 ,是由于国内 、国

际形势的变化 ,特别是经济危机所导致的经济政策的调整 ,直接影响了对外政策的转变。尾崎行雄②在

回顾政党政治时期日本的对中国政策时指出:“……日本的金融资本对北支抱有特别的兴趣 ,产业资本

则对中支市场具有特别的利害关系。这种关系反映在政党 ,政友会把重点放在北支 ,民政党的重点放在

中支。”③

对于主张紧缩财政和减税的宪政会·民政党而言 ,伴随着抵制日货的中国反日运动的高涨 ,给出口

中国的日本中小企业带来沉重打击。中小企业作为宪政会 ·民政党的重要支持势力 ,如何确保他们在

中国贸易中的利益 ,成为宪政会 ·民政党亟待解决的最大政治课题。宪政会从 1919年的 “五 ·四”运

动到 1923年的抵制日货运动为止 ,一贯主张对中国强硬外交就是出于以上的理由。而到了 1923年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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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发生关东大地震 ,以及 1925年发生 “五卅 ”惨案之后 ,中国的排日运动声势渐小 ,英国成为中国的主

要反帝爱国主义运动的目标 ,所以宪政会及其有力支持团体 “商业会议所联合会”等 ,开始认为没有必

要继续对中国采取强硬政策。主张通过减税来促进出口的宪政会 ·民政党重视向中国出口 ,中国政策

的由 “加藤外交”向 “币原外交”转变 ,无不是与民政党的重要依托力量中小企业的想法和利益有关。而

主张通过扩大公共事业而促进 “产业立国 ”的政友会 ,主要关注的是如何确保原料的供应地和国家资本

的输出 ,故此开发满蒙地区的资源 ,对于发展日本国内的重化学工业无疑具有深远影响。所以政友会在

向北满扩张这一点上 ,与关东军和满铁等机构目标一致 ,从而在田中义一政友会内阁时期表现为对中国

强硬的外交政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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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BeforeWorldWarIIthetwopoliticalpartiesinJapan, SeiyukaiandMinsei-To, changedtheir

diplomaticpolicytowardChinaconstantly.Minsei-Toinsistedonmaintainingthediplomaticpolicytoprofit

fromTwenty-OneDemandsbasingonAnglo-JapaneseAlliance.However, sinceKatoTakaakisetupacab-

inet, itsdiplomaticpolicychangedtocoordinationwithEuro-AmericaandnoninterventionofChineseinternal

affairs.Astheoppositionparty, SeiyukaichangeditsformerpolicytowardChinafromcoordinationwithAmer-

ica, andnoninterventionofChineseinternalaffairsduringtheHaracabinettoindependencefromEuro-A-

mericaduringtheTanakaGiichicabinet.Inbrief, thediplomaticpolicytowardChinaofJapanesepolitical

partieslacksconsistency.Internationalfactorssuchasanti-JapanpatrioticmovementinChinaplayedarole

whenJapaneseadjustingtheirdiplomaticpolicy, butthedecisivefactoristheeconomicinterestsofenterprise

groupwhosupportsthepartytoformacabinetwiththechangeofdomesticeconomic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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